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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转换对非熟练双语者不同认知控制成分 

的即时影响* 

刘  聪 1  焦  鲁 1  孙  逊 1  王瑞明 1,2 
(1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心理学院; 2 广东省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631) 

摘  要  语言转换情境是否影响非熟练双语者的认知控制存在争议。实验 1 和实验 2 分别采用不同的实验

范式探讨语言转换对非熟练双语者的认知控制是否会有即时的影响, 以及对不同认知控制成分的影响是否

会有不同。结果表明, 语言转换情境能够即时地促进反应抑制, 阻碍干扰抑制, 但对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 

同时说明了反应抑制、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属于 3 种不同的认知成分, 其内在作用机制不同。此外, 研究

结果还进一步说明了双语者的认知控制优势是双语者长期双语使用的结果, 为双语优势的内在机制提供了

实验支持。 

关键词  语言转换; 语境; 认知控制成分; 双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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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人类的认知是精细复杂的系统, 多系统之间存

在相互影响, 共同完成人类认知。其中, 认知控制

系统是指人们根据某一特定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

灵活性加工, 并对任务无关信息进行抑制, 它的执

行需要注意、工作记忆等多种成分的共同参与, 对

人的各种活动至关重要。对认知控制系统已经进行

了比较多的研究, 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认知控制包含

3 种成分：反应抑制(Response inhibition)、干扰抑制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和认知灵活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 (Bialystok, Craik, & Ryan, 2006)。反应抑

制是指个体需要对优势反应进行抑制; 干扰抑制是

指个体需要将注意集中在相关刺激上, 忽视竞争刺

激 ; 认 知 灵 活 性 是 指 在 两 种 任 务 间 的 转 换 能 力

(Costa, Hernández, & Sebastián-Gallés, 2008)。此外, 

语言系统跟其它认知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 , 语言

中的双语学习可以对人的认知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证据 , 但是关于二语学

习对高级的认知控制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 , 并且

存在争议。 

目前很多研究已经发现, 双语者相对单语者存

在认知控制优势, 并且这些优势表现在特定的认知

控制成分上(Bialystok, Craik, & Luk, 2008; Carlson 

& Meltzoff, 2008)。一些考察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

的认知控制成分的研究发现, 双语者只在要求干扰

抑制的冲突任务中比单语者表现更好, 而在要求反

应抑制的冲突任务中两者的表现没有差别(Carlson 

& Meltzoff, 2008; Esposito, Baker-Ward, & Mueller, 

2013; Martin-Rhee & Bialystok, 2008)。Bialystok 和

Viswanathan (2009)利用面孔任务研究双语学习对

儿童认知控制各成分的影响, 结果发现双语儿童在

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上比单语儿童好, 而在反应

抑制上与单语儿童没有差别。范小月、王瑞明、吴

际和林哲婷(2012)利用同样的范式对成年中英双语

者不同认知控制成分进行比较研究得到与儿童同

样的结果, 且发现二语熟练度越高, 认知灵活性和

干扰抑制就越强。研究者认为, 双语者的认知控制

优势跟他们长期转换语言的经验相关, 这些经验加

强了与任务转换相关的执行控制过程 (Bialys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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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7; Green, 1998)。 

然而, 对于长期语言经验导致双语优势的解释, 

仍有很多研究者提出质疑。有研究者认为, 先前研

究中发现的认知控制优势不是双语经验导致的, 而

是由于语言的转换情境或者其他额外变量所引起的

(De Bruin, Treccani, & Della Sala, 2015; Duñabeitia 

et al., 2014; Hilchey & Klein, 2011; Paap, 2014; Paap 

& Greenberg, 2013; Wu & Thierry, 2013)。正如自适

应控制假说(Adaptive control hypothesis)所认为的, 

双语者会根据语言情境的不同调整他们的认知控

制过程并优化他们的认知控制网络, 从而表现出双

语优势(Green & Abutalebi, 2013)。在最近的一项研

究中, Wu 和 Thierry (2013)让早期熟练威尔士语–英

语 双 语 者 完 成 带 有 语 境 的 Flanker 任 务 , 即 在

Flanker 任务的每个 trial 之前呈现不同语言的词汇

(只呈现威尔士语单词、只呈现英语单词或者两类

单词交替混合呈现), 同时收集被试的脑电数据。结

果显示, 与单语语境(只呈现威尔士语单词或只呈

现英语单词)相比, 被试在混合语境下(威尔士语单

词和英语单词交替呈现)具有更高的反应正确率和

更小的 P300 波幅, 而 P300 反映了抑制控制的加工, 

该结果说明被试在混合语境下解决冲突的能力要

显著优于单一语境。因此, 研究者认为双语者的执

行控制优势受到语境的快速调节, 而不是双语者长

期语言转换经验的结果。但是, 该研究采用的被试

都是早期熟练双语者, 并且没有区分不同的认知控

制成分。那么, 对于非熟练双语者来说, 不同的认

知控制成分是否会受到语境不同的即时调节呢？ 

另外, 虽然双语执行控制优势是否由于语言转

换造成的这一问题一直争执不下, 但目前直接探讨

执行控制及其各个成分与语言转换关系的研究非

常少, 并且现有的研究大都只是关注执行控制的各

个成分在语言转换中的重要作用(Linck, Schwieter, 

& Sunderman, 2012; Liu, Rossi, Zhou, & Chen, 2014; 

刘欢欢, 范宁, 沈翔鹰, 纪江叶, 2013), 只有 Soveri, 

Rodriguez-Fornell 和 Laine (2011)运用多元回归分

析的方法探讨高熟练芬兰语–瑞典语双语者语言转

换的个体差异(利用 BSWQ 语言转换问卷测查)对认

知控制成分的影响, 结果发现, 日常的语言转换越

多, 其在转换任务中混合消耗量越少, 表明长期的

语言转换经验会影响双语者的某些执行控制功能。

此外, 目前双语认知控制优势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都

是选取两组被试(单语者和双语者, 或者非熟练双

语者和熟练双语者), 通过比较两者在某些测查执

行功能的任务上的表现差异来说明双语者存在认

知控制优势(Bialystok, 1999; Bialystok & Martin, 2004; 

Bialystok & Viswanathan, 2009; Carlson & Meltzoff, 

2008; Costa et al., 2008; Soveri et al., 2011)。这类相

关性的研究设计自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它们只能

考察双语的认知控制优势与语言转换是否相关, 无

法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针对这一问题 , Zhang, 

Kang, Wu, Ma 和 Guo (2015)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利

用短期训练的方式考察语言转换对个体认知控制

能力的影响, 结果发现, 短期的语言转换训练影响

了个体的主动性控制成分, 对认知控制产生积极效

应。借鉴 Zhang 等人(2015)的研究思路, 本研究将

采用因果性研究的方式, 直接探讨语言转换情境对

非熟练双语者的认知控制是否会有即时的影响, 以

及对不同认知控制成分的影响是否会有不同, 同时

为双语认知控制优势的内在机制提供实验支持。 

本研究实验 1 将采用单因素前测后测设计, 首

先让被试进行前测, 完成 Bialystok 等人(2006)提出

的面孔任务, 该任务通过不同实验条件的创设和比

较可以分别测量被试的反应抑制能力、干扰抑制能

力和认知灵活性; 然后被试进行语言转换, 完成经

典的数字命名转换任务; 最后让被试进行后测, 完

成与前测相同的面孔任务。先前研究已经发现, 反

应抑制、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具有不同的神经机

制, 属于不同的认知控制成分(Brydges, Anderson, 

Reid, & Fox, 2013; Bunge, Dudukovic, Thomason, 

Vaidya, & Gabrieli, 2002; Luk, Anderson, Craik, Grady, 

& Bialystok, 2010; Sylvester et al., 2003; Ward, 

Roberts, & Phillips, 2001)。同时考虑到长期的语言

转 换 经 验 对 不 同 认 知 控 制 成 分 的 影 响 模 式 不 同

(Bialystok & Viswanathan, 2009; 范小月等, 2012), 

我们预期短期的语言转换情境对反应抑制、干扰抑

制和认知灵活性的即时影响也会表现为不同的模

式。实验 2 将在实验 1 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语言转

换情境是否会对不同认知控制成分产生不同的即

时影响, 同时探讨语言转换情境对反应抑制、干扰

抑制和认知灵活性的即时影响表现为不同模式的

原因。在实验 2 中, 一组被试只用母语命名, 另一

组被试只用英语命名, 还有一组根据颜色选择不同

语言命名, 即要不断的进行语言转换。然后接着进

行认知控制测试, 完成面孔任务。我们预期实验 2

结果将与实验 1 一致。总之, 本研究将通过两个实

验, 采用两种不同的实验范式探讨语言转换情境是

否会对非熟练双语者的认知控制产生即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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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不同的认知控制成分的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 

2  实验 1 

2.1  实验目的 

探讨语言转换情境对非熟练双语者的认知控

制是否会有即时的影响, 以及对不同认知控制成分

的影响是否会有不同。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华南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30 人, 年龄

为 18~23 岁, 母语为汉语, 英语为二语, 均参加过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但未通过。所有被试均为右利

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均无色盲, 能够准确辨

别不同的颜色。 

2.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前测后测设计, 所有被试首

先完成认知控制前测 , 然后进行语言转换 , 最后 , 

被试进行后测, 完成与前测相同的任务。实验重点

关注语言转换情境对不同认知控制成分的即时影

响, 重点分析被试在不同认知控制任务中的正确率

和反应时。 

2.2.3  实验任务与程序 

实验的前测和后测均采用 Bialystok 等人(2006)

提出的面孔任务。该任务中使用的实验材料, 参照

Bialystok 和 Viswanathan (2009)的研究, 包括不同

眼睛颜色和眼睛朝向的面孔图片简笔画, 以及矩形

方块。实验开始时出现一张面部图片, 两侧各有一

个矩形方块, 1000 ms 后, 面部图片中的眼睛变成

绿色或红色, 持续 500 ms 之后面部图片消失, 只留

下两个矩形方块, 持续 200 ms, 然后一个星号在其

中一个矩形方块上闪现, 持续 150 ms。如果眼睛变

成绿色, 被试需要按下与星号位置相同方向的反应

键 ; 如果眼睛变成红色 , 则按下相反方向的反应

键。在眼睛直视任务中, 彩色眼睛均朝前看, 在眼

睛转换任务中 , 彩色眼睛朝某一侧的矩形方块看 , 

当眼睛朝星号将要出现的方向看时起促进作用, 朝

相反方向看时起抑制作用(见图 1 和图 2)。实验包

括单一颜色 Block 和红绿混合 Block, 共有 16 个

Block, 每个 Block 有 12 个 trial。在单一颜色 Block

条件中, 所有的实验都是红色或都是绿色; 在混合

Block 条件中 , 红色实验和绿色实验的次数相等 , 

且随机呈现。眼睛直视任务和眼睛转换任务各包括

2 个 Block 仅绿色眼睛, 2 个 Block 仅红色眼睛, 4 个

Block 为混合颜色。眼睛直视任务和眼睛转换任务

中 8 个 Block 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平衡, 在每次任务

(眼睛直视任务和眼睛转换任务)之前都有一个练习

Block, 包括 8 次实验, 如果需要, 被试可重复练习。 
 

 
 

图 1  眼睛直视任务 
 

 
 

图 2  眼睛转换任务 
 

语言转换采用数字转换命名任务。被试需要根

据线索颜色块对阿拉伯数字(1~8)进行命名, 当线

索色块为绿色时, 用汉语对数字进行命名, 当线索色

块为红色时, 用英语对数字进行命名(见图 3)。每个

被试完成 128 个 trial。所有实验任务都在计算机上 
 

 
 

图 3  中英转换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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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实验程序采用 E-prime 软件编制。电脑自动

记录被试的反应时, 并对被试的命名正误进行记录。 

2.3  结果与分析 

所有被试的正确率均大于 75%, 因此未删除任

何被试。在 SPSS 20.0 中分析正确反应的数据, 首

先删除反应时在 200 ms 以下和 2000 ms 以上的极

端数据, 再删除反应时在 2.0 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

数据。对正确率的分析结果发现, 被试在 3 种认知

控制成分上后测与前测的正确率均无显著差异(Fs < 

1), 见表 1。 
 

表 1  非熟练双语者在前测和后测中 3 种认知控制成分

下的正确率差值(M ± SD) 

测试阶段 反应抑制 干扰抑制 认知灵活性 

前测 −0.005 ± 0.030 −0.017 ± 0.042 −0.042 ± 0.048

后测 0.005 ± 0.035 −0.015 ± 0.051 −0.043 ± 0.056

 

根据 Bialystok 和 Viswanathan (2009)的算法, 

反应抑制由红色眼睛实验和绿色眼睛实验的反应

时消耗量(消耗量 = 红色眼睛实验 RT − 绿色眼睛

实验 RT)评定, 在红色眼睛的实验中, 要求被试按

下与星号位置相反的键, 而抑制更容易产生的与星

号位置相同的按键反应, 即优势反应; 在绿色眼睛

的实验中, 要求被试按下与星号位置相同的键, 没

有抑制优势反应的心理活动。两种心理活动相减, 

即反映了被试的反应抑制能力; 干扰抑制由眼睛转

换任务中眼睛朝向与星号方向相反时的反应时和

方向一致时的反应时消耗量(消耗量  = 注视方向

不一致 RT − 注视方向一致 RT)评定, 在眼睛朝向

和星号方向不一致的实验中, 被试需要将注意力集

中在星号位置上, 而忽略眼睛朝向; 在眼睛朝向和

星号方向一致的实验中 , 被试不需要此类心理活

动。两者相减, 即反映了被试的干扰抑制能力; 认

知灵活性由混合 Block 和单一 Block 的反应时消耗

量(消耗量 = 混合 Block 的 RT − 单一 Block 的 RT)

评定 , 在混合 Block 的实验中 , 既有红色眼睛的

trial, 又有绿色眼睛的 trial, 被试要在两种任务间

进行转换; 在单一 Block 实验中, 只有绿色眼睛或

红色眼睛的 trial, 不需要转换。两种心理活动相减, 

即反映了被试的转换能力, 即认知灵活性。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 2(前后测)×3(不同认知控制

成分)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 2), 结果显示, 前

后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29) = 0.44, p = 0.513; 认

知控制成分的主效应显著 , F(2,58) = 15.36, p < 

0.001, η2 
p  = 0.346; 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2,58) = 

14.71, p < 0.001, η2 
p  = 0.337,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 在反应抑制上, 后测的反应要显著快于前

测的反应, F(1,29) = 19.94, p < 0.001, η2 
p  = 0.407; 

在干扰抑制上, 后测的反应要显著慢于前测的反应, 

F(1,29) = 10.28, p = 0.003, η2 
p  = 0.262; 在认知灵活

性上, 前测和后测没有显著差异, F(1,29) = 0.11, p = 

0.739。 
 

表 2  非熟练双语者在前测和后测中 3 种认知控制成分

下的平均反应时消耗量(M ± SD) 

测试阶段 反应抑制 干扰抑制 认知灵活性 

前测 62.16 ± 33.96 14.82 ± 28.03 28.10 ± 33.94

后测 42.26 ± 23.23 30.16 ± 25.12 26.22 ± 30.72

 

Bialystok 和 Viswanathan (2009)采用同一范式

发现双语者的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好于单语者, 

而在反应抑制上两者没有显著差异 ; 范小月等人

(2012)采用该范式发现熟练双语者的干扰抑制和认

知灵活性好于单语者, 而在反应抑制上两者没有显

著差异。先前这些研究均认为双语者存在双语优势, 

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上, 并

且认为这种优势是长期使用双语的结果。而本研究

实验 1 的结果显示, 即时的语言转换情境促进了非

熟练双语者的反应抑制, 阻碍了其干扰抑制, 而对

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这除了证明即时的语言转换

情境能影响认知控制外, 还进一步说明了即时的语

言转换情境和长期的双语使用对不同认知控制成

分的影响是不同的。为什么会有不同, 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 在即时的语言转换情境中, 由于个体不熟

悉语言转换过程, 他们使用更多的认知资源持续关

注任务要求和线索提示, 这一过程有效锻炼了反应

抑制成分, 但由于个体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他们

分配了更多的资源在反应抑制上, 因此在干扰抑制

上的表现就变差了。而先前研究发现的长期的双语

转换经验提升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 对反应抑制

没有影响, 是因为随着语言转换经验的积累, 个体

熟悉了转换任务和线索含义, 反应抑制过程就不需

要占用过多的认知资源, 这时个体主要通过抑制非

目标语言的干扰来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顺利转换, 

因 而 锻 炼 了 干 扰 抑 制 效 率 和 认 知 灵 活 性 效 率

(Bialystok & Viswanathan, 2009; 范小月等, 2012)。

这也说明了双语者的认知控制成分有可能会随着

语言转换的时间长短而表现为一种动态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 短期的语言转换情境和长期的语言转换

经验对认知控制成分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模式,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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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交互环境, 它们对不同

的认知控制成分的认知需求各不相同, 而这些认知

需求的差异需要双语者对各个认知控制成分进行

相应的适应调整, 从而使两者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模

式(Green & Abutalebi, 2013)。 

先前研究发现长期的双语使用, 对不同的认知

控制成分有不同的影响, 本实验发现即时的语言转

换情境 , 对不同的认知控制成分也有不同的影响 , 

这些结果说明了反应抑制、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

属于不同的认知控制成分, 其作用机制不同。但是, 

在实验 1 中, 由于采用的是单因素前测后测设计, 

被试在语言转换前后重复接受了同一个实验任务, 

虽然对 3 种不同的认知控制成分来说, 中间进行的

语言转换是一样的, 但前后测引起的练习效应是很

难排除的。另外, 实验 1 也不能很好的说明语言转

换情境为什么会促进反应抑制, 阻碍干扰抑制, 而

对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基于上述问题, 实验 2 将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 一组被试只用母语命名 , 

另一组被试只用英语命名, 还有一组根据颜色选择

不同语言命名, 即要不断的进行语言转换, 然后接

着进行认知控制测试, 完成面孔任务, 进一步验证

语言转换情境是否会对非熟练双语者的不同的认

知控制成分产生即时的影响, 同时进一步探讨这一

即时影响结果的成因, 即是什么导致了语言转换情

境对不同的认知控制成分的影响表现为这种模式。 

3  实验 2 

3.1  实验目的 

进一步验证语言转换情境对非熟练双语者不

同认知控制成分的即时影响, 并探讨这一即时影响

的原因。 

3.2  实验方法 

3.2.1  被试 

华南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93 人, 年龄

为 18~23 岁, 母语为汉语, 英语为二语, 均参加过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但未通过。所有被试均为右利

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均无色盲, 能够准确辨

别不同的颜色。被试被随机分派到 3 个实验组, 即

汉语命名组、英语命名组和中英转换命名组, 每组

31 人。所有被试均没有参加前面的实验。 

3.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命名

条件, 包括汉语命名、英语命名和中英转换命名 3

个水平, 因变量为被试在面孔任务中的正确率和反

应时。 

3.2.3  实验任务与程序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3 组被试首先分别接受不

同的命名任务, 然后完成面孔任务。 

在第一阶段, 被试完成数字命名任务, 该任务

在实验 1 中英转换命名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了单语命

名条件 , 包括汉语命名和英语命名。正式实验时 , 

被试随机分成 3 组, 每组 31 人。第一组只运用汉语

进行命名, 第二组只运用英语进行命名, 第三组利

用汉语和英语进行转换命名。对于汉语命名组和英

语命名组来说 , 实验开始时 , 在空白屏幕上出现

“+”注视点, 持续时间为 1000 ms, 随后屏幕中出现

阿拉伯数字(1~8), 持续时间是 1000 ms, 然后数字

消失留下 2000 ms 时间的白屏。在这段时间内被试

需要根据指导语选择语言对阿拉伯数字进行命名

(见图 4); 对于中英转换命名组, 被试需要根据线

索颜色块对数字进行命名 , 当线索色块为绿色时 , 

用汉语对数字进行命名来说, 当线索色块为红色时, 

用英语对数字进行命名(同实验 1, 见图 3)。每个被

试每个条件完成 128 个 trial。 

 

 
 

图 4  单语命名(汉语命名 & 英语命名) 
 

在第二阶段, 采用 Bialystok 等人(2006)提出的

面孔任务。实验程序与实验 1 相同。 

3.3  结果与分析 

一名被试的数据因为正确率小于 75%被剔除

(王穗苹, 迟毓凯, 王瑞明, 吴岩, 2005)。在 SPSS 20.0

中分析正确反应的数据, 首先删除反应时在 200 ms

以下和 2000 ms 以上的极端数据, 再删除反应时在

2.0 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对正确率的分析结

果表明, 3 组被试在每种条件下的正确率都没有显

著差异(Fs < 1), 见表 3。 

对反应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 4), 结果

表明, 被试在反应抑制上的组间差异显著, F(2,89) 

= 3.69, p = 0.029, η2 
p  = 0.077。Tukey-HSD 事后比较 



5 期 刘  聪等: 语言转换对非熟练双语者不同认知控制成分的即时影响 477 

 

表 3  被试在 3 种认知控制成分下的正确率差值(M ± SD) 

命名条件 反应抑制 干扰抑制 认知灵活性

汉语命名组 0.006 ± 0.028 −0.006 ± 0.051 −0.036 ± 0.033

英语命名组 0.011 ± 0.033 −0.007 ± 0.040 −0.040 ± 0.041

中英转换命名组 0.005 ± 0.030 −0.015 ± 0.047 −0.041 ± 0.039

 
表 4  被试在 3 种认知控制成分下的平均反应时消耗量

(M ± SD) 
命名条件 反应抑制 干扰抑制 认知灵活性

汉语命名组 48.93 ± 19.26 9.44 ± 16.44 18.78 ± 18.80

英语命名组 44.21 ± 21.20 17.24 ± 22.55 22.14 ± 26.84

中英转换命名组 35.67 ± 17.38 27.70 ± 20.05 21.99 ± 26.24

 
发现, 汉语命名组和英语命名组的反应时差异不显

著(p = 0.608), 中英转换命名组的反应时消耗量要

显著小于汉语命名组(p = 0.024), 中英转换命名组

的反应时消耗量与英语命名组的反应时消耗量差

异不显著(p = 0.197)。我们重点关注单语命名组(汉

语命名组和英语命名组)与中英转换命名组的差异, 

结果显示, 与单语命名组(汉语命名组和英语命名

组)相比, 中英转换命名组需要更小的反应时消耗

量, t(89) = 2.55, p = 0.012, d = 0.541。 

干扰抑制成分的 F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在干扰

抑制上的组间差异显著, F(2, 89) = 6.49, p = 0.002, 

η2 
p  = 0.127。Tukey-HSD 事后比较发现, 汉语命名

组和英语命名组的反应时消耗量差异不显著(p = 

0.280), 英语命名组和中英转换命名组的反应时消

耗量差异不显著(p = 0.102), 中英转换命名组的消

耗量要显著大于汉语命名组(p = 0.002)。同样, 对干

扰抑制成分进行计划比较, 结果显示, 中英转换命

名组的反应时消耗量显著大于单语命名组(汉语命

名组和英语命名组), t(89) = 3.28, p = 0.002, d = 

0.694。 

认知灵活性成分的 F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在认

知灵活性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F(2,89) = 0.19, p = 

0.831。进一步的比较显示, 中英转换命名组和单语

命名组的差异不显著, t(89) = 0.29, p = 0.776。 

实验 2 的结果表明, 即时的语言转换情境能够

促进反应抑制, 阻碍干扰抑制, 而对认知灵活性没

有影响, 进一步验证了实验 1 的结果, 表明 3 种认

知控制成分的作用机制不同。同时, 通过分析 3 组

被试(汉语、英语、转换)在 3 种认知控制成分上的

结果, 发现汉语命名组和英语命名组在 3 种认知控

制成分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而转换组和单语组在 3

种认知控制成分上有差异, 说明语言转换对不同认

知控制成分的即时影响, 不是简单的语言情境的作

用, 而是语言转换起了作用。另外, 对于非熟练双

语者来说, 由于英语属于非优势语言, 在语言转换

时, 他们更倾向于用英语进行命名, 被试需要对母

语反应进行即时的抑制, 从而使反应抑制得到锻炼, 

使得其反应抑制能力得到提升。但这种即时的反应

抑制同时阻碍了干扰抑制, 使得语言转换组的干扰

抑制能力下降。而对于认知灵活性(转换能力)来说, 

由于它与反应抑制和干扰抑制(抑制能力)的作用机

制不同, 即时的语言转换情境不足以对认知灵活性

产生影响。因此, 语言转换情境能够促进反应抑制, 

阻碍干扰抑制, 而对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 

此外, 在实验 2 中, 虽然英语命名组与中英转

换命名组、汉语命名组和英语命名组在反应抑制和

干扰抑制上差异不显著, 但是从文中表 4 被试在 3

种认知控制成分上的平均反应时消耗量数据可以

发现, 它们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显著趋势, 即在反应

抑制上 , 汉语命名组  > 英语命名组  > 中英转换

命名组, 在干扰抑制上, 汉语命名组 < 英语命名

组  < 中英转换命名组。相对于汉语命名组来说 , 

英语命名组被试在命名时倾向于使用汉语反应, 需

要付出更多的资源抑制汉语影响, 这使得他们之间

存在一定的显著趋势; 同样的, 相对于中英转换命

名组来说, 英语命名组需要付出的资源要少, 他们

之间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显著趋势。两者之所以没有

达到显著, 而只呈现出一种趋势, 应该是效应量不

足所导致的。此外,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中英转换

命名组和单语组(汉语命名组和英语命名组)在认知

控制成分上的差异 , 至于汉语命名组和英语命名

组、以及英语命名组和中英转换命名组不显著的具

体原因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 

4  讨论 

目前, 对于双语者认知控制优势方面的研究来

说, 研究者主要关注了双语者长期的语言使用经验

对认知控制及其各个成分的影响, 而很少有研究考

察即时的语言转换情境对认知控制各个成分的影

响, 只有 Wu 和 Thierry (2013)发现双语者的认知控

制优势受到语言情境的调节。基于上述研究, 本研

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双语者认知控制的各个成分是

否受到语言转换情境的即时影响。 

本研究中的两个实验结果都表明, 对于非熟练

双语者来说, 语言转换情境能够促进反应抑制, 阻

碍干扰抑制, 而对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同时,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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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抑制、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属于 3 种不同的认

知控制成分, 它们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此外, 实

验 2 结果表明, 语言转换情境对认知控制 3 种成分

的影响是因为非熟练双语者在语言转换时倾向于

利用非优势语言, 启动了更多的英语反应, 被试对

母语反应进行了即时抑制, 从而反应抑制能力提升, 

干扰抑制能力下降, 而认知灵活性没有变化。 

我们的实验结果与 Wu 和 Thierry (2013)的研究

具有一致性。Wu 和 Thierry (2013)的研究发现, 双

语者的认知控制的能力受到语境的调节, 转换语境

下双语者解决冲突的能力显著优于单一语境。而本

研究利用面孔任务将认知控制分为反应抑制、干扰

抑制和认知灵活性 3 种成分, 考察了语言转换情境

对非熟练双语者的认知控制各个成分的即时影响, 

结果发现, 语言转换情境能够促进反应抑制, 阻碍

干扰抑制, 对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表明了双语者

的不同认知控制成分会受到转换语境的调节, 并且

这种调节是一种即时的任务效应。同时, 语言转换

情境对 3 种认知控制成分的影响模式不同, 再一次

证明了反应抑制、干扰抑制以及认知灵活性是相互

独立的, 它们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这与前人研究

结果不谋而合, Brydges 等人(2012)和 Bunge 等人

(2002)分别利用 ERP 和 fMRI 技术发现, 反应抑制

和干扰抑制是认知控制的两个不同的成分, 它们分

别激活不同的脑区; 同样的, 行为和脑成像数据表

明 , 认知灵活性和干扰抑制相互独立(Sylvester et 

al., 2003; Ward et al., 2001)。在本研究中, 由于 3 种

认知控制成分的内在机制不同, 才使得它们会在不

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的变化。 

前人研究已经表明, 由于双语者在使用一种语

言 时 , 两 种 语 言 都 会 被 激 活 (Kroll & Dijkstra, 

2002)。双语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将注意集中在与

当前情境相一致的语言表达系统上, 同时避免另一

种语言的干扰, 并且同时需要不断的在两种语言之

间进行转换。这种长期语言使用经验使双语者的干

扰抑制能力和认知灵活性得到锻炼, 最终导致双语

者在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上好于单语者。而对于

反应抑制来说, 由于双语者的语言使用不需要他们

对习惯反应进行抑制, 所以他们的反应抑制能力和

单语者没有差异(Bialystok & Viswanathan, 2009; 

范小月等, 2012)。而在本研究中, 我们发现, 语言

转换的实验情境能够促进反应抑制, 阻碍干扰抑制, 

而对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因此, 我们推测, 先前

研究中发现的双语者有更强的干扰抑制能力和认

知灵活性不是任务的即时影响, 而是长期的语言使

用的结果, 为双语认知控制优势的内在机制提供了

研究支持。长期的语言使用经验和即时的语言转换

情境都会影响双语者的认知控制成分, 它们表现为

不同的影响模式。 

上述实验结果验证了自适应控制假说(Green & 

Abutalebi, 2013)。自适应控制假说认为, 人们会根

据语言情境的不同调整他们的认知控制过程并优

化他们的认知控制网络。在本研究中, 双语者的 3

种认知控制成分在语言转换情境下和单一语境下

存在差异, 正是由于他们适应调整的结果。具体来

说, 相对于单一语境, 语言转换情境需要非熟练双

语者不断的抑制优势反应, 从而使其反应抑制能力

得到锻炼提升; 同时, 语言转换情境需要双语者两

种相冲突的心理表征始终处于激活状态, 个体需要

不断进行选择性注意, 只关注有关信息, 这一过程

消耗了他们过多的认知资源, 从而导致其干扰抑制

能力下降; 而对于双语者的认知灵活性为什么在单

一语境下和语言转换情境下未表现出差异这一结

果, 我们认为, 由于转换能力(认知灵活性)和抑制

能力(反应抑制和干扰抑制)的内在机制不同, 即时

的语言转换情境不足以影响非熟练双语者转换能

力, 而只对抑制能力产生影响。同样的, 本研究中

短期语言转换任务对双语者认知控制成分即时影

响与先前研究中长期的语言使用经验对认知控制

成分的影响显著不同, 也是由于长期的语言学习环

境与短期的语言转换情境不同, 双语者对不同的认

知控制成分适应调整所导致的。本研究结果强调了

语境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双语认知控制能力的

发展尤为重要。在以后的研究中, 我们应该进一步

探讨语境如何影响双语者其他的执行功能(如：工

作记忆、推理、问题解决等), 同时又是如何塑造双

语者的执行功能网络。 

另外, 认知控制成分受到语言转换情境即时影

响这一实验结果还说明了人类认知功能的可塑性。

目前有很多研究发现, 长期从事某种活动, 比如开

出租车(Maguire et al., 2000)、玩游戏(Kühn, Gleich, 

Lorenz, Lindenberger, & Gallinat, 2014)、演奏乐器

(Fauvel et al., 2014) 以 及 学 习 多 种 语 言 (Luk, 

Bialystok, Craik, & Grady, 2011)都可以改变人的脑

结构, 并提高人的某些执行功能。同时, 在这些研

究中, 研究者都是利用被试间比较的方法说明这些

长期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是由众多

变量(包括实验情境)共同引起的。因此, 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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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独立探讨某一操作变量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在

本研究中, 我们通过操纵语言转换情境这一变量说

明语言转换情境同样能够塑造人的执行功能, 而不

仅仅局限于长期的语言使用经验。 

总体上, 本研究探讨了语言转换情境对非熟练

双语者认知控制各个成分的即时影响, 进一步明确

了语言转换和认知控制的关系, 并为双语认知控制

优势的研究提供了实验支持 ,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义。但是,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可以进一步探

讨的地方。虽然本研究发现语言转换情境对认知控

制成分具有即时的影响, 但二语的习得年龄会不会

对这种影响模式产生作用？随着双语者年龄的增

长, 这种影响会不会发生变化？其内在的神经机制

如何？此外, 语言转换情境对认知控制成分的这种

即时影响能够持续多久？语言转换情境为什么与

双语使用对认知控制成分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

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因果性研究的方式考察语言转换

情境对非熟练双语者认知控制成分的即时影响, 结

果表明, 语言转换情境能够促进反应抑制, 阻碍干

扰抑制, 对认知灵活性没有影响, 表明反应抑制、

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属于不同的认知控制成分。

同时, 本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双语者的认知控制优势

是双语者长期语言使用的结果, 为双语优势的内在

机制提供了实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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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lifelong bilingual language experience led to bilingual cognitive control 

advantage. However, a recent study proposes a new viewpoint that bilingual cognitive control depends on fast 

language context rather than long-term language experience. Thus, whether the cognitive control components 

are influenced by language switching context is still an open question. In the current study,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mediate influence of language switch on cognitive control’s different 

components. 

Experiment 1 examined whether language switching context had immediate influence on cognitive control 

and whether the influences are existed on various components of cognitive control. Thirty participants joined in 

the Experiment 1 that contains three parts: pre-test part, language switching part and post-test part. In the 

pre-test part,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faces task”, which was used to test three components of 

cognitive control capacity (i.e., response inhibition,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n, 

they performed a language switch task, in which they were required to name some Arabic numbers from 1 to 8 in 

Chinese or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 cues. When the cue was a green square (or red), participants named the 

Arabic numbers in Chinese (or English) when the cue was a red square. Finally,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the 

“faces task” again in the post-test part. Results showed that language switching context could influence 

bilinguals’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cognitive control. Specifically, it can facilitate response inhib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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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urb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while cannot affect 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refore, response inhibition,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were distinct cognitive control components, which had 

different neural basis. 

Experiment 2 was conducted to test two questions. First, we intended to replicate the immediate effect that 

was observed in Experiment 1. Second,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 immediate effect. A 

between-subject design was used in Experiment 2. Ninety-thre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Each group performed different language naming tasks. One group named the Arabic numbers in Chinese, while 

the second group in English. The third group performed language switching task that is the same as Experiment 

1. Then, all groups joined in the “faces task.” 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 1, which may suggest 

that our results are robust.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n-proficien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need 

more response inhibition because they preferred to use English in language switching. Thus their response 

inhibition capacity improved by exercises. However, this effect may hinder bilinguals’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while we did not find such effect 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Taken together, results from these two experiments suggested that language switching context had 

immediate influences on non-proficient bilinguals’ cognitive control ability. Specifically, it could facilitate 

response inhibition and disturb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while no such effect was found 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Besi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sponse inhibition,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had 

independent mechanisms.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study illustrated that the bilingual cognitive control 

advantages were the results of long-term bilingual language use, which reveal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e 

bilingual advantage. 

Key words  language switch; language context; components of cognitive control; bilingual advantage 


